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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创新网络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

来源。以 2006—2021年的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

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研发

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研发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多元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中，研发国际化

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产业样本企业及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展现出更强的提升效应；环境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

度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分析师关注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产

业数字化，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具有抗冲击能力、较强韧性的国际创新网络，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研发

国际化与企业创新间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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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产业变革的逐步深化，创新已经成为全球企业保持并扩大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现

阶段发达国家的众多跨国企业不仅向国外转移生产或销售环节，并且也开始将研发环节向全球转移，最大限

度地将自身技术优势与东道国丰富的创新资源进行结合，开展研发国际化，实现企业资源在全球的优势配

置。而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在逐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者，其国内的后

发企业为了实现对国外跨国企业的快速赶超，也纷纷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基于

技术引进与模仿，获取海外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创新资源，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根据 2019—2021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369.1亿美元，流量规模仅次于日本，蝉联全球第二；

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份额 20.2%；202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78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6.3%，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而据国家商务部、外

汇局统计，2022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 9853.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5.2%。但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

及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与技术封锁，海外

企业对于先进技术转让的态度趋于保守，仅靠技术引进与模仿会让国内的后发企业陷入“追赶‑落后‑再追

赶‑再落后”的怪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国家的技术限制，获取竞争优势，打造世界品牌，在立足

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及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国内的一些先进企业逐步采取研发国际化策略，采用开放式

创新模式构建国际创新网络，塑造开放创新生态，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

要素流动的壁垒，力图将国外先进技术与国内创新资源相结合，形成自主创新与开放式创新的有效互动，实

现创新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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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背景，研发国际化及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首先，对于研发国际化

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方面，学术界存有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研发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

提升，例如，Iwasa和 Odagiri（2004）、Lööf（2009）及 Grimes和 Miozzo（2015）、李梅等（2022）及刘娟等（2022）认

为母国公司通过研发国际化，一是可以与东道国企业建立创新联盟，建立国际创新网络，获取多样化的创新

资源，将新开发的东道国知识转移到国内，进而促进创新绩效；二是可以将部分研发工作外包到市场规模大、

技术水平低的国家，重新配置企业目前的研发模式，集中有限资源发展优势技术，提升创新效率。少数学者

认为研发国际化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甚至基于研究对象的异质性得出两者的非线性特征关系。例如，

Singh（2008）与张利飞等（2021）认为研发国际化可能会引发国内创新资源分流，智力资本外流，核心技术泄

露及外来者劣势造成的创新网络治理成本提升等问题，从而对母国公司的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Hurtado‑Torres（2018）与李梅等（2020）分别以跨国能源公司及中国沪深两市的知识密集型高技术行业上市

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研发国际化与创新绩效呈现倒 U型关系。以上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跨国

公司为样本，其研发国际化的主要动因在于充分利用自身的创新优势，通过拓展其技术在全球市场的应用边

界，实现技术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的跨国公司开展研发国际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可能会

呈现不同特点；此外，以上研究也忽略了研发国际化的内生性与选择偏差问题，前者表现为企业创新绩效对

研发国际化的反作用，后者则表现为如果研发国际化所带来的成本高于企业创新绩效，则企业可能会放弃

“走出去”战略。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近年来，以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基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也在我国逐步兴起，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的《2022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中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

长 16.2%，高于 GDP名义增速 3.4个百分点，占 GDP比重达到 39.8%，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为 8.35万亿元，同

比名义增长 11.9%，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 3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7.2%。随着各行业逐步认识到数字经

济的重要性，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撬动产业发展，释放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有效驱动企业创新加速的有力举

措。那么在当今社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的大趋势下，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会呈现怎样的的影响，数

字化转型对研发国际化又是否会产生某种作用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现阶段国内外研究较少涉及。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①将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及企业创新绩效等核心变量纳入到同一研究框

架。理论方面，提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研发国际化是成本效应带来的选择；方法方面，通过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分析核心变量的关系，缓解了研发国际化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提升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②论证了研发国际化宽度与厚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这表明在当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传统国际

循环弱化、国际经济结构不断发生重构调整的情况下，坚持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是企业

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③城市环境方面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与高创新资源城

市相比，低创新资源城市中，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更强。这为创新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企

业实现跨越式创新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为国内创新网络与国际创新网络之间的互动开辟了新的空间。

④基于经营风险、信息对称、市场监督及供应链关系等视角，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及供应链集中度负向调节研

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分析师关注则正向调节该关系。以上结论表明经营风险提升及供应链

关系紧密会削弱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而信息完全性及市场监督力度的加强会增强研发

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该结论为揭示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提供了实证

依据。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一）开放式创新与研发国际化
研发国际化表现为技术、知识、资本及人力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跨境流动（Cantwell and Janne，1999），

是开放式创新的典型表现。开放式创新最早是由 Chesbrough等（2003）在 2003年提出的，即企业应充分利用

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资源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并采取内部和外部两种渠道将技术成果进行商业化

（Chesbrough，2003），其最终目标是降低创新主体的交易成本，缩短创新成果的转化周期，提高创新活动的效

率。与开放式创新相对的概念为封闭式创新，通过两者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开放式创新（表 1）。可见，在

开放式创新的概念框架中，企业内外部的知识与市场同等重要。随着全球市场竞争的加剧及信息技术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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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企业生存的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逐步加强，产品技术升级速度快速提升，产品生命周期也在逐步缩

短，创新人才外流严重，这将导致企业新产品开发及自主研发活动的成本上升。因此，特别是对于作为新兴

经济体的中国的企业来说，仅依靠自身力量开展技术创新的难度日益增加并难以持续，创新策略必须由“封

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转变。

表 1 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

比较内容

创新资源的来源

创新活动的过程

商业模式

知识产权

合作意愿

企业文化

开放式创新

企业内部和外部

通过将内部创新资源外部化，利用外部创新主体实现创新成果转化；通
过将外部创新资源内部化，实现内部创新，进而获得创新成果

积极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并尽快转化为创
新成果，进入市场

购买其他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知识产权转
给其他创新主体

有条件地进行合作

最好的创新资源同时存在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

封闭式创新

企业内部

在企业内部运用自身创新资源，获得创新成果

不与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严格保密内部创
新活动并使其转化为新产品，进入市场

严格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

完全不进行合作

最好的创新资源只存在于企业内部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研发国际化已成为企业参与国际创新网络及进行开放式创新的重要途径。企

业展开研发国际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通过高效布局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实现创新资源的跨境利用及

逆向转移，获取境外各国的互补性资产及异质性技术，形成内外部互联互动的知识共享体系，为企业创新赋

予新场景与新动能（王展硕和谢伟，2018）。例如，我国上市公司“浪潮信息”与美国 Inter公司合作研发新一

代基因一体机；“东旭光电”与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下属超导电子材料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方股份”

与美国戴尔公司合作推出系列模块化服务器产品。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技术产品更新迭代及技术创新

的全球分工，而且也为企业等创新主体间的信息、知识及技术的互通互联创造条件（张国胜和杜鹏飞，2022），

进而催生出研发国际化的新场景、新业态。研发国际化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

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创新资源并实现开放式创新的重要途径。

（二）研发国际化的成本效应
尽管对于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企业来说，研发国际化是充分利用国外异质性与互补性创新资源进而

提高企业价值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研发国际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企业在获得国际创新网络所

带来的协同创新红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障碍所带来的成本。

外来者劣势成本。在研发国际化初期，由于企业无法迅速嵌入东道国的文化及制度，研发国际化行为经

常会遭到东道国政府及企业的抵制，这使得企业识别及吸收嵌入于东道国文化的技术的过程更加困难，相关

知识的正外部性无法有效发挥，研发国际化效率下降（李梅和余天骄，2020）。

学习成本。在研发国际化的过程中，基于东道国技术及知识自身的隐性与黏性特征，企业需要不断提升

知识搜索与学习能力及探索式创新能力，将东道国先进技术进行重构、内化及吸收，增加企业知识存量，提升

研发国际化的效能（Singh，2008）。

组织管理成本。随着研发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企业可能会在多个东道国开展具有关联的研发国际

化项目，不同东道国的地理、文化及制度差异增加了研发国际化项目间的创新资源流动成本。为了提升不同

海外研发项目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及有效推进海外研发项目的进程，付出众多的协调及监督成本也在所难免

（Asakawa，2001）。此外，为了获取必需的创新资源，企业可也能会付出对外部知识的过度搜索成本。

（三）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
企业家在进行决策选择时，往往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并基于成本效益比，从备选决策方案中作出较为满

意的决策。是否展开研发国际化关系到企业是否在海外开展跨国研发联盟活动、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及并购

或新建海外子公司等一系列决策，是事关企业能否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嵌入国际创新网络的重要战略。因

此，企业家也往往需要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决定是否进行研究国际化。正如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已有的

大部分研究表明研发国际化很可能会带来创新绩效的提升，但研发国际化产生的一系列成本有可能会高于

其所带来收益，因此，部分研究也表明研发国际化有可能会造成创新绩效下降，进而迫使企业放弃研发国际

化。当然，已有大部分研究由于忽略了实证分析的选择偏差及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值得商榷，但

研发国际化所产生的成本效应也的确为企业是否进行该决策的过程设置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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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的到来，数字经济环境的强互动性、无边界性及不确定性等数字化情景推动了创新

主体间知识共享，带来了包容性的知识创造，这有利于拓展企业开放性创新所带来的价值，企业在研发国际

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成本效应可能会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而得到有效遏制。首先，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

企业研发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成本（杨震宁等，2021）。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可以帮助企业在东

道国建立数字化运营平台，该平台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全面提升产品的跨地域全价值链数据流转效率，提供全

面的应用开发接口用来链接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PLM）、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MBSE）、

community automatic exchange（CAX）等系统，打通创新链、供应链中的数据孤岛，推动各个彼此之间的工具、

产线及人员的高效对齐，实现企业与东道国合作伙伴间异构数据的高效流通及跨专业、跨组织及跨地域的全

面协同，提升企业对于东道国知识和技术的查看能力、浏览能力、搜索能力及吸收能力，全面释放东道国技术

的正外部性，缓解企业的外来者劣势。其次，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企业研发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学习成

本。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通过借助大数据、云搜索等数字化技术，可以与东道国合作伙伴共同构建

“数据提炼‑价值信息‑知识沉淀‑知识应用”的数据价值创造模式，这有利于企业准确而又迅速地捕捉东道国

合作伙伴的业务数据信息，并深度挖掘与加工其技术知识，提升企业对东道国合作伙伴技术知识的学习能

力，减少企业由于重复学习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此外，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信息编码方式，可以促进原本

书面化的技术手段及黏性较强的隐性知识在企业与东道国合作伙伴间进行传递，推动彼此之间建立基于知

识的相互信任与紧密合作关系。最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企业研发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组织管理成

本。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企业利用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结合自身的行业特点，在已有知识结构化的基础上，将

数字化与知识管理系统有效结合，使企业自动进行知识识别与知识整合，减少企业对外部知识搜索的盲目

性，这有利于推动企业与东道国各个合作伙伴之间克服空间及资源的限制，建立有效的知识流动渠道（王墨

林等，2022）。此外，为了满足企业国际化业务对数据的要求，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建设提纯加工后的标

准数据资产体系，这也推动了复杂技术的标准化及复杂技术全球分工网络的建立，借助该网络，企业可以更

好地与东道国各个伙伴建立数字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稳定的产业与创新链条，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

成的组织管理成本上升等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推动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决策（H1）。

（四）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通过上文的文献与理论分析，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开展有利于推动企业进行研发国际化，研发国际化的

成本效应也会得到遏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释放了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除此之外，在数

字化转型的作用下，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还有哪些表现呢？首先，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

看，通过数字化转型战略会为企业运营过程带来异质性价值，进而释放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

应。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企业与其东道国合作伙伴之间进行新思想、新技术及新知识的交流，这有

利于推动企业对相关的业务流程及产品进行革新，提升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不仅赋能企业的生

产与制造环节，而且也贯通于销售与消费环节（袁淳等，2021）。数字化技术可以使企业围绕自身业务架构与

流程，使企业产品精准并且动态匹配海外客户需求，帮助企业建立柔性的供应链并提升创新绩效。其次，从

平台建设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发挥其跨界产业融合的作用（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通过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搭建国内外创新资源共享平台，进而释放研发国际化对企业

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数字技术的应用催生了数字协同创新云平台的诞生，打破了企业研发国际化过程中

“线下”协同创新的时空界限，这使得企业与东道国合作伙伴间的实时协同研发及国外引领性技术逆向跨国

界流动到我国的可能性大大提升（Rabbiosi and Santangelo，2013）。最后，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看，数字化转型

背景下的研发国际化有利于为企业带来新的企业文化，改变了员工的创新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而释放研发国

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平等，开放，共享，协作”的互联网思维，让企业员工能

够跟上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不仅推动员工之间及上下级之间在企业内部形成了平等互助的创新合作关系，

并且也促使员工在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过程中形成开放共享的创新思维（张志朋等，2023），提升了人力资本水

平，促进企业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有利于促进其创新绩效（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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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 2006—2021年的制造业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样本范围涵盖《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

（2012修订）》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划分的 31个制造业行业。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及研

发国际化战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滞后性影响，创新绩效数据的样本期间为 2006—2020年，数字化转型及研

发国际化数据的样本期间为 2007—2021年。之后，一是剔除由于年报文本格式问题无法通过 Python大数据

爬虫功能抓取数字化转型信息的企业观测值；二是剔除 special treatment（ST）、*ST类上市公司的观测值；三

是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 1的上市公司的观测值；四是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 1%和 99%的

缩尾处理（winsorize）。最终，构建了 2006—2021年的 19216个观测值。其中，创新绩效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

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数据资料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模型设计

从逻辑上看，回归分析中较为常用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及工具变量法（IV）无法深入体现数字化转

型如何作用于创新国际化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从参数估计准确性上看，企业是否展开创新国际化活动主

要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结果，该选择受到众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果通过 OLS及 IV等传统回归分析方法

展开研究，则不能有效解决回归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也很难得到参数的相合估计结果。因此，通过借鉴张莹

莹（2021）的研究及基于验证研究假设的需要，采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数字化转型及创新国际化对企

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为分析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构建模型如式（1）所示。

Innoi，t = α 0 + α 1Digi，t - 1 + α 2RD_interi，t - 1 + α 3Controli，t - 1 + εi，t （1）
其中：Inno为企业创新绩效；Dig为企业数字化转型；RD_inter为企业创新国际化，该变量为虚拟变量，

RD_inter=1表示企业进行了研发国际化，RD_inter=0表示企业未进行研发国际化；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为回归估计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i、t分别为企业个体及年份。由于 RD_inter属于内生变量，其取值取决于

企业对于研发国际化所带来成本效益的考量，因此存在众多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企业研发国际化

及创新绩效，因此构建如式（2）决策选择方程模型。

RD_inter *i，t = β0 + β1Zi，t + μi，t， RD_interi，t = 1（RD_inter *i，t > 0 ) （2）
其中：RD_inter*为企业研发国际化所带来的净收益；β为回归估计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Z为对企业研发国际

化决策选择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外生变量，即排他性约束变量。基于排他性约束要求，该系列变量不包括式

（1）中的 Dig及 Control等变量，这些变量对 RD_inter具有解释力，但对 Inno无影响。企业是否进行研发国际

化可能会对创新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如式（3）与式（4）所示。

Innoyi，t = αy0 + αy1Digyi，t - 1 + αy2RD_interyi，t - 1 + αy3Controlyi，t - 1 + εyi，t， RD_inter = 1 （3）
Innoni，t = αn0 + αn1Digni，t - 1 + αn2RD_interni，t - 1 + αn3Controlni，t - 1 + εni，t， RD_inter = 0 （4）

其中：Innoyi与 Innoni分别为企业进行与未进行研发国际化的创新绩效。由于随机扰动项 ε和 μ相关（相关系

数 ρ ≠ 0），因此，E (ε | RD_inter ) ≠ 0，式（1）的 OLS估计系数 α 2有偏，而 Heckman两阶段模型方法可通过式（2）
构造逆米尔斯比率（Imr，η）控制此偏差。假设 σ 2

μ = var ( μ )，σyμ = cov (εy，μ )，σnμ = cov (εn，μ )，将 σ 2
μ标准化为

1，则 εy及εn的条件期望如式（5）与式（6）所示。

E (εyi | RD_interi = 1) = E (εyi | βy0 + βy1Zyi + μyi > 0 ) = σyμ

θ ( β1Zi )
ψ ( β1Zi ) = σyμηyi （5）

E (εni | RD_interi = 0 ) = E (εni | βn0 + βn1Zyi + μni < 0 ) = σnμ

- θ ( β1Zi )
1 - ψ ( β1Zi ) = σnμηni （6）

其中：假设 θ ( ⋅ )和 ψ ( ⋅ )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与类似分布函数。在进行以上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运

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对式（2）进行 Probit回归，估计出 β1并计算 ηyi和 ηni；在控制了 OLS估计系数 α 2选择

性偏差的情况下，得到了 α 2的一致性估计，如式（7）所示。

Innoi，t = α 0 + α 1Digi，t - 1 + α 2RD_interi，t - 1 + α 3Controli，t - 1 + ρσηi，t - 1 + ξi，t （7）

53



技术经济 第 42 卷 第 10 期

其中：如果 η显著，则估计系数 α 2的选择性偏差存在；ρ为 ε和 μ的相关系数；ξ为随机扰动项。在 RD_inter=1
及 RD_inter=0的情况下，分别通过式（8）与式（9）得到式（3）与式（4）中 αy2、αn2、αy3及 αn3一致性估计系数。

Innoyi，t = αy0 + αy1Digyi，t - 1 + αy2RD_interyi，t - 1 + αy3Controlyi，t - 1 + σyμηyi，t - 1 + εyi，t， RD_inter = 1
（8）

Innoni，t = αn0 + αn1Digni，t - 1 + αn2RD_interni，t - 1 + αn3Controlni，t - 1 + σyμηyi，t - 1 + εni，t， RD_inter = 0
（9）

（三）变量测度
1.创新绩效（Inno）
测量企业创新绩效的常用指标主要包括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申请量及专利授权量等创新产出指标。

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要体现企业产品创新的能力，却忽视了企业等创新主体知识创造的表现，此外，各地

政府会针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给予一定补贴，这就会造成部分企业为获得更多新产品销售收入而向政府采取

寻租行为，进而引起该指标内容的失真。专利授权过程容易受到审批程序等官僚行政体制方面的影响，并且

审核周期较长，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相比而言，专利申请量指标更能直接并且及时体现企业创新的效果。

根据专利法规定，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相对于产品的升级改造等策略性创新方面，企业

更加关注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决策对方法创新等实质性创新方面的影响，因此，参照白俊红和卞元超

（2016）的研究方法，分别对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相关数据赋予 0.5、0.3和 0.2的权重并加和，集成新的

专利申请数指标。此外，考虑到诸多样本企业的年度专利申请数量为 0及该指标存在右偏态分布等问题，本

文将集成后的专利申请数量加 1并取自然对数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

2.数字化转型（Dig）
借鉴杨金玉等（2022）的研究，首先，基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及

数字应用等维度，一是从政府及相关部门网站检索国家相关顶层制度文件，如党的二十大报告等；二是从我

国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及全国性协会的网站检索相关研究报告，如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推出的《中国企

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2020）》；三是从中国知网检索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期刊论文；在检索以上资料基础上，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谱。其次，依据词谱，通过文

本分析法并利用 Python分词处理功能从样本企业年报中对关键词进行筛选，统计各个关键词的出现频次，采

用熵值法构建客观形态下的数字化转型指数（Dig_obj）。再次，借助专家对各个关键词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次

及企业生产经营资料综合判断，在专家打分的基础上构建主观形态下的数字化转型指数（Dig_sub）。最后，

将 Dig_obj及 Dig_sub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赋予 0.5的权重并加和，集成新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并以此衡量数字

化转型。

3.研发国际化（RD_inter）
借鉴李梅和余天骄（2016）的研究，将企业研发国际化设置为“企业是否展开研发国际化”的虚拟变量。

若样本企业与海外公司开展跨国研发联盟活动、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及并购或新建海外子公司涉及技术研发

活动，则被视为展开了研发国际化活动，是为 1，否则为 0。
4.排他性约束变量（Ecv）
借鉴刘修岩（2014）及淦未宇和刘曼（2022）的研究，式（2）中的 Heckman第一阶段决策模型中，Z变量主

要包括“企业所在城市距离海岸线距离”（Coastline）与“董监高海外背景”（Overseas）。首先，企业所在城市距

离海岸线越近，其进行海外业务的可能性就越大，该企业实施研发国际化决策的概率就越高，该变量可通过

城市所在经纬度与海岸线的最短距离并取自然对数进行表示。其次，企业的决策层与管理层对于研发国际

化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决策层与管理层的人员如果具有海外生活、工作及留学等经

历，其将更具有国际视野，这有利于其作出研发国际化的决策，可将“董监高海外背景”设置为“董监高是否具

有海外背景”的虚拟变量，是为 1，否则为 0。
5.控制变量（Control）
借鉴郑帅和王海军（2022）及万源星等（2021）的研究，本文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性质（EN）、

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Herf）、企业托宾 Q值（TobinQ）、企业成长性（Gro）、净营运资本

（Nwc）、负债比率（DR）、盈利能力（Pro）、净现金流量（Ncf）。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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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表

变量代码

Inno

Dig

RD_inter

Coastline

Overseas

EN

Age

Size

Herf

TobinQ
Gro

Nwc

DR

Pro

Ncf

变量名称

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指数

研发国际化

企业所在城市距离海岸线距离

董监高海外背景

企业性质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股权集中度

托宾 Q值

企业成长性

净营运资本

负债比率

盈利能力

净现金流量

变量定义

ln（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数据赋予 0.5、0.3和 0.2的权重并加和集成新的专利申请量指标+1）
对基于文本分析法与专家打分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赋予 0.5的权重并加和

设置“企业是否展开研发国际化”的虚拟变量，是为 1，否则为 0
ln（城市所在经纬度与海岸线的最短距离）

设置“董监高是否具有海外背景”的虚拟变量，是为 1，否则为 0
国有企业取 1，否则为 0

ln（企业成立年度至观测年度经历时间）

ln（企业总资产）

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总负债+流通股数×年末收盘价+非流通股数×（所有者权益/总股数）］/总负债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现金）/总资产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总资产

净利润/总资产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 3列出了全样本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创新绩效、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

的均值分别为 2.487、0.294与 0.368，相对于最大值水平差距较大，这表明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数字化转型

与研发国际化水平总体不高；样本企业所在城市距离海岸线距离的平均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1.554与 6.923，这
表明大部分样本企业所在城市位置与距离海岸线较近；董监高海外背景变量的平均值与最大值分别为 0.618
与 1.000，这表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董监高都具有海外背景；此外，约 49%的供应商企业为国有企业，股权集

中度均值约为 34%，企业成长性均值约为 15%，净营运资本均值约为 2%，负债比率均值约为 43%，总资产收

益率均值约为 3%，现金流量占比均值约为 5%。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Inno
Dig

RD_inter
Coastline
Overseas
EN
Age
Size

观察值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均值

2.487
0.294
0.368
1.554
0.618
0.488
2.591
22.727

标准差

1.922
0.187
0.479
1.754
0.485
0.512
0.442
1.519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384
19.133

最大值

8.582
0.677
1.000
6.923
1.000
1.000
3.389
26.529

变量

Herf
TobinQ
Gro
Nwc
DR
Pro
Ncf

观察值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19216

均值

0.339
2.045
0.151
0.018
0.428
0.034
0.046

标准差

0.147
0.893
0.309
0.198
0.233
0.065
0.068

最小值

0.022
1.634
-0.478
-0.922
0.016
-0.231
-0.143

最大值

0.893
11.383
1.723
0.739
0.989
0.218
0.232

此外，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年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2012修订）》及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标准委 2017年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并基于 2006—2021年 A股制造业上市

公司的专利申请数据、年报文本信息及涉及技术研发的海外投资活动资料，测算了 31个制造业行业

（C13~C43）样本期内的企业创新绩效与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平均水平，以及截止 2021年各行业内企业展开研

发国际化活动的占比情况，初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图 1展示了研发国

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可以发现，除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C19）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C31）的研发国际化占比与企业创绩则无相关关系外，其他行业则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如专

用设备制造业（C35）、汽车制造业（C3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39）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研发国际化企业占比达到了 40%左右，并且其企业创新绩效在所有行业中也居

于较高水平。图 2展示了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转型的关系。可以发现，除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C19）等行业外，其他行业的企业创新绩效基本与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均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西方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在全球创新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半导体设备等方面的技术上，依然依赖进

口。通过开展研发国际化，我国企业可以在加强产业链弹性、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布局的基础上，嵌入国际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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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络，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但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袭来，这

使得我国企业在开展研发国际化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数字经济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

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而数字化转型也是当今企业持续创新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时代场

景。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孪生、大数据及云平台技术促进了企业间数据共享开放及企业内部与用户的开放

连接，推动了开放式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因此，数字化转型中蕴含的开放式创新理念无疑会为破除研

发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创造条件。

基于数据初步分析，是否就可以说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呢？数字化转型又能否会推动企业研发国际化的进程呢？本文将对以上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二）基准回归

表 4展示了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回归结果。（1）列为 Heckman第一阶段决策选

择模型，因变量为研发国际化，并采用 Probit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参数估计值为

0.602，且在 1%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H1得到证实。数字化

转型与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见表 4的（2）列所示，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方法进

行分析，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 1.493与 0.622，且皆在 1%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初步

证实 H2成立。考虑到可能存在其他因素会影响企业研发国际化进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此时研发国际化指

数不能体现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按照 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惯常做法及借鉴李唐等（2020）的研

究，选取 Heckman第一阶段决策选择模型所预测的决策概率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估计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回归结果，见表 4的（3）列所示，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的参

数估计值分别为 1.341与 1.283，且皆在 1%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H2仍然成立。考虑

到 OLS回归分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样本自选择偏差问题，采用 Heckman第二阶段结果模型估计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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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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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

56



温 科等：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与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见表 4的（4）列所示，加入 η后，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的估

计值依然显著为正，H2再次得到证实；而此时 η显著为负，样本自选择偏差问题存在，这表明受自身特征影

响，不同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决策选择机制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样本偏差问题，将无法获得无偏且一致的回

归结果。表 4的（5）列、（6）列中，无论企业是否实施研发国际化决策选择（RD_inter=1或 RD_inter=0），数字化

转型都会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Dig
RD_inter
Coastline
Overseas
EN
Age
Size
Herf
TobinQ
Gro
Nwc
DR
Pro
Ncf
η
ηy
ηn

Industry/Province/Year
N

C‑D Wald F
Adj_R2

（1）
Heckman第一阶段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602***（9.75）

0.139***（7.53）
0.418***（18.82）
-0.219***（-2.97）
-0.069**（-2.06）
0.121**（2.16）
-0.288***（-3.91）
0.205***（7.72）
0.229***（3.26）
-0.182**（-2.13）
1.403***（23.82）
0.982***（5.24）
0.092***（5.39）

Yes
19216

（2）
OLS
Inno

1.493***（26.03）
0.622***（30.37）

0.117（1.22）
0.056*（1.94）
0.787***（21.28）
0.082（1.19）
0.078***（3.26）
-0.498***（-3.94）
-0.336*（-1.88）
1.467***（27.48）
2.699***（16.01）
0.056***（3.41）

Yes
19216

0.303

（3）
2SLS
Inno

1.341***（20.63）
1.283***（9.86）

0.134（1.39）
0.077**（2.53）
0.905***（21.72）
0.142**（1.98）
0.096***（3.93）
-0.447***（-2.82）
-0.443*（-1.93）
1.162***（14.75）
2.463***（14.49）
0.035**（2.19）

Yes
19216

458.128***
0.107

（4）
Heckman第二阶段结果模型

Inno
1.349***（21.17）
1.239***（10.58）

0.139（1.47）
0.082***（2.68）
0.937***（22.44）
0.134**（1.96）
0.116***（4.27）
-0.388***（-3.23）
-0.414**（-2.26）
1.191***（16.34）
2.482***（14.71）
0.037**（2.14）
-0.383***（-5.41）

Yes
19216

0.307

（5）

Inno（RD_inter=1）
1.509***（14.43）

0.182（1.75）
0.319***（6.02）
1.511***（27.06）
0.323***（2.78）
0.286***（5.41）
-0.265***（-3.81）
-0.353**（-2.49）
2.063***（15.39）
3.767***（12.78）
0.085***（3.75）

-0.245**（-2.19）

Yes
7018

0.298

（6）

Inno（RD_inter=0）
1.189***（14.74）

0.103（1.17）
-0.075**（-2.08）
0.862***（18.81）
-0.082（-0.94）
0.133***（3.57）
-0.361***（-3.14）
-0.418（-1.52）
0.773***（8.84）
1.846***（8.95）
0.029（1.45）

-0.302***（-3.12）
Yes
12198

0.21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量。

（三）反事实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现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基于基准回归制订一个反事实框架，回答以下

问题：展开研发国际化的企业如果没有实施该决策，创新绩效有何变化？没有展开研发国际化的企业如果实

施该决策，创新绩效有何变化？已经展开研发国际化的企业与后续实施研发国际化决策的企业，何种情况的

创新绩效提升效应更强？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列出展开研发国际化与未展开研发国际化情况下企业创新绩

效及相应的反事实状态下企业创新绩效的密度函数分布图（图 3）。可以发现，已展开研发国际化的企业如

果没有展开研发国际化，则创新绩效将会下降；未展开研发国际化的企业如果展开研发国际化，则创新绩效

将会上升。

其次，建立模型如式（10）与式（11）所示。

YAPE = E ( Innoyi，t | RD_inter = 1) - E ( Innoni，t | RD_inter = 1)
= (αy1 - αn1 )Digyi，t - 1 + (αy2 - αn2 )RD_interyi，t - 1 + (αy3 - αn3 )Controlyi，t - 1 + (σyμ - σnμ )ηyi，t - 1

（10）
NAPE = E ( Innoyi，t | RD_inter = 0 ) - E ( Innoni，t | RD_inter = 0 )

= (αy1 - αn1 )Digni，t - 1 + (αy2 - αn2 )RD_interni，t - 1 + (αy3 - αn3 )Controlni，t - 1 + (σyμ - σnμ )ηni，t - 1
（11）

其中：YAPE与 NAPE分别为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后所获得创新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及未开展研发国际化后

所获得创新绩效的平均处理效应。经过估计之后，发现 YAPE与 NAPE分别为 1.37与 1.14，这表明实施研发

国际化决策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效应高于未实施研发国际化决策样本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后所获得的

创新绩效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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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事实与反事实创新绩效

因此，以上反事实分析结果再次印证了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变量

1.替换创新绩效变量

借鉴唐要家等（2022）、杨金玉等（2022）的研究，由于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因此将发明专利申请数（Inno_inv）、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Inno_uti）及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数（Inno_des）分别加 1取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此外，还分析了数字化转型与研

发国际化对企业自主创新及协同创新的影响，其中，以企业独立申请的专利数量加 1取自然对数表示自主创

新能力（Inno_ind），以企业联合其他创新主体申请的专利数量加 1取自然对数表示协同创新能力（Inno_col）。

以上替换变量都是从创新数量视角度量创新绩效，借鉴 Kaiser等（2018）的研究，从创新质量视角采用年度专

利申请数量加上后续 3年内被引用次数之和并取自然对数（Inno_qua）度量创新绩效。表 5中，分别将发明专

利申请数、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及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

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依然显著；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具

有促进作用；此外，核心解释变量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也具有推动作用。

表 5 替换创新绩效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Dig

RD_inter

η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Inno_inv

0.167***（5.89）
0.572***（6.44）
-0.481***（-6.62）

Yes
Yes
12898
0.774

（2）
Inno_uti

0.151***（5.34）
0.549***（6.58）
-0.503***（-6.56）

Yes
Yes
19216
0.782

（3）
Inno_des

0.172***（7.58）
0.585***（6.17）
-0.464***（-6.81）

Yes
Yes
19216
0.731

（4）
Inno_ind

1.451***（21.77）
0.989***（8.07）
-0.233***（-3.15）

Yes
Yes
19216
0.328

（5）
Inno_col

0.757***（13.19）
0.887***（8.26）
-0.308***（-4.82）

Yes
Yes
19216
0.133

（6）
Inno_qua

0.287***（2.94）
0.622***（6.93）
-0.384***（-6.09）

Yes
Yes
19216
0.48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量。

2.替换数字化转型变量

借鉴吴非等（2021）、杨金玉等（2022）的研究，分别采用“企业年报文本中出现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数量

加 1取自然对数”（Dig_num）、“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虚拟变量（“是”取 1，“否”则取 0）”（Dig_vir）、“同行业

中所有企业年报文本中出现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频率的平均数”（Dig_ave）作为解释变量，并采用 Heckman
两阶段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表 6中，采用替换后的数字化转型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替

换变量对研发国际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的替换变量与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

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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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替换数字化转型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Dig_num
Dig_vir
Dig_ave
RD_inter

η

Ecv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003***（3.71）

Yes
Yes
Yes
19216

（2）
结果模型

Inno

0.012***（16.22）

1.275***（10.87）
-0.389***（-5.49）

Yes
Yes
19216
0.292

（3）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203***（6.51）

Yes
Yes
Yes
19216

（4）
结果模型

Inno

0.294***（11.03）

1.393***（11.99）
-0.461***（-6.51）

Yes
Yes
19216
0.286

（5）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069***（7.93）

Yes
Yes
Yes
19216

（6）
结果模型

Inno

0.189***（6.47）
1.312***（11.28）
-0.419***（-5.95）

Yes
Yes
19216
0.304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量。

3.替换研发国际化变量

借鉴李梅等（2020）研究，分别采用研发国际化宽度（RD_inter_wid）与研发国际化厚度（RD_inter_thi）作

为作为本文研发国际化的替代变量进行 Heckman两阶段回归分析，验证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效

应。研发国际化宽度表示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子公司或机构的地理分散程度；本文根据中国商务部 2006—
2021年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通过“我国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子公司或机构的数量”表示研发

国际化宽度。研发国际化厚度表示企业在国外实施研发战略的投入程度；本文基于Wu等（2016）的测量方

法，首先通过“中国与境外研发子公司或机构所在国家的地理距离集聚程度”构建赫芬达尔指数，然后以“1-
赫芬达尔指数”表示研发国际化厚度，如式（12）所示。

RD_inter_thi = 1 -∑
i = 1

n ( )Gi

G

2
（12）

其中：Gi为中国与某个样本企业在国外设立的研发子公司或机构所在国家 i的地理距离；G为中国与某个样

本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全部研发子公司或机构所在国家的地理距离之和。其中地理距离数据可以通过世界贸

易数据库（CEPII BACI数据库）获取。表 7中的回归结果显示，H1与 H2的结论稳健，并且通过与基准回归结

果比较，发现研发国际化宽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更强。

（二）替换样本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技术民族主义”日益盛行，针对中国展开科技竞争，推动其他国家与中

国间的“技术脱钩”，通过了旨在压制中国科技力量的“中国专项”“清洁网络”“非对称竞争”及“小院高墙”等

机制或策略（赵明昊，2021），这为我国企业“绿地投资、跨国战略合作和跨国并购”等研发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带来了不确定性。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高精

尖”技术的突破，推动“科学赶超”与“技术赶超”

的并进，我国企业在实施研发国际化战略的同

时，要尽可能提升海外研发投资的地理分散性，

规避个别国家技术堡垒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

剔除了在单一国家展开研发国际化的企业样本

展开 Heckman两阶段回归分析，以验证在多个国

家实施研发国际化的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表 8
结果显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企业数字化转

型有利于推动我国企业在多个国家实施研发国

际化战略，而该决策也推动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

升。此外，通过对比表 4的（4）列与表 8的（2）列

可以发现，相对于“包括在单一国家与多个国家

实施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企业样本”而言，“在多个

国家实施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企业样本”中，研发

表 7 替换研发国际化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Dig

RD_inter_wid

RD_inter_thi

η

Ecv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_wid

0.413***
（3.86）

Yes
Yes
Yes
19216

（2）
结果模型

Inno

1.583***
（25.62）
1.068***
（4.29）

-0.348***
（-2.78）

Yes
Yes
19216
0.269

（3）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_thi

0.353***
（4.19）

Yes
Yes
Yes
19216

（4）
结果模型

Inno

1.221***
（21.17）

0.744***
（3.78）
-0.225***
（-2.91）

Yes
Yes
19216
0.242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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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战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更强。因此，

提升海外研发投资的地理分散性，有利于规避个别国

家的技术封锁，使我国企业更好地发挥数字化、智能

化技术改造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的作用。

（三）内生性问题分析
基于数字化转型在 Heckman两阶段回归分析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选取合适的工具变

量，通过 2SLS进一步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决策选择模型方面。一是考虑到企业展开研发

国际化可能会有利于其获取国外先进的数字化生产

方式与技术，进而提升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能力；二是

考 虑 到 研 发 国 际 化 中 所 面 临 的 国 外 技 术 封 锁 有 可 能 会 倒 逼 企 业 进 行 数 字 化 转 型 。 首 先 ，借 鉴

Goldsmith‑Pinkham等（2020）的思路，运用份额移动法构建工具变量，具体思路为：计算每家样本企业所属行

业内其他样本企业滞后一期的数字化转型均值（share），表示分析单元初始的份额构成；计算所有样本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均值的年增长率（shift），表示样本总体的增长率；计算 share×shift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

表示数字化转型模拟增长量。其次，借鉴 Lewbel（1997）的思路，采用同一年度每家样本企业的数字化指数与

share×shift离差的三次方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表 9的（1）列中，数字化转型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

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并且 F统计量大于 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说，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因此，H1
的结论依然稳健。

结果模型方面。表 4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无论企业是否展开研发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

都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尽管 Heckman第二阶段结果模型主要揭示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但数

字化转型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会对模型回归结果会产生影响，因此在模型分析过程中，为避免数字化转型

变量内生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作用，继续应用上述决策选择模型中的工具变量展开结果模型分析。表 9的
（2）~（4）列中，Sargan检验与 Basmann检验的卡方值不显著，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在考虑了数字化转型变量

的内生性后，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

绩效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H2的结论依然

稳健。

（四）变更模型设定

一是控制遗漏变量的检验。尽管基准回归中

纳入了众多的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控制变量，

但仍可能会遗漏某些重要的控制变量。首先，考虑

到本文的创新绩效变量为创新产出类指标，而创新

投入对创新产出具有影响，因此将企业研发强度作

为控制变量进行 Heckman两阶段回归分析。其中，

研发强度通过“R&D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R&D_inten）进行衡量。其次，进一步纳入“年份‑省
份”（Year×Province）及“年份‑行业”（Year×Industry）
的交互固定效应，进而有效控制了省份层面的动态

宏观环境及异质性行业环境；二是运用聚类稳健标

准误。本文分别对检验的标准误差在行业层面与

省份层面进行聚类调整。表 10的（1）列、（2）列中，

加入研发强度等控制变量及交互固定效应后，数字

化转型与研发国际化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

10的（3）~（6）列中的结论也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

表 9 内生性问题检验

变量

Dig

RD_inter

η

ηy

ηn

Ecv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F

Sargan chi
（p‑value）
Basmann chi
（p‑value）

（1）
Heckman

第一阶段决策
选择模型 2SLS
RD_inter

0.502***
（6.71）

Yes
Yes
Yes
15193

1603.68

（2）
Heckman第二阶段

结果模型 2SLS
Inno

1.297***
（18.03）
1.236***
（8.74）
-0.382***
（-4.47）

Yes
Yes
15193
0.151

0.802
（0.373）
0.762

（0.384）

（3）

Inno
（RD_inter=1）

1.386***
（11.81）

-0.297**
（-2.12）

Yes
Yes
5938
0.146

0.523
（0.461）
0.493

（0.479）

（4）

Inno
（RD_inter=0）

1.179***
（12.25）

-0.283**
（-2.39）

Yes
Yes
9255
0.117

0.769
（0.378）
0.725

（0.39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

计量。

表 8 替换样本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Dig
RD_inter

η
Ecv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771***（11.12）

Yes
Yes
Yes
15915

（2）
结果模型

Inno
1.302***（18.53）
1.427***（12.71）
-0.401***（-5.68）

Yes
Yes
15915
0.32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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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变更模型设定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Dig
RD_inter

η
Inno_inten
Year×City

Year×Industry
Ecv

Other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控制遗漏变量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529***（8.55）

1.197***（3.43）
Yes
Yes
Yes
Yes
Yes
19216

（2）

结果模型

Inno
1.184***（18.98）
1.082***（9.06）
-0.317***（-4.33）
7.042***（20.59）

Yes
Yes

Yes
Yes
19216
0.315

（3）
行业层面的聚类调整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603***（6.79）

Yes
Yes
Yes
19216

（4）

结果模型

Inno
1.351***（9.47）
1.238***（4.64）
-0.385**（-2.48）

Yes
Yes
19216
0.302

（5）
省份层面的聚类调整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596***（5.83）

Yes
Yes
Yes
19216

（6）

结果模型

Inno
1.358**（11.39）
1.245***（6.34）
-0.391***（-3.45）

Yes
Yes
19216
0.30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量。

六、异质性分析

（一）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基于产权性质可将全样本分为国有企

业 样 本 组（SOE）与 非 国 有 企 业 样 本 组

（Non‑SOE）。表 11的（1）列、（3）列汇报了

国 有 企 业 、非 国 有 企 业 两 个 样 本 组 的

Heckman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

显著促进了两个样本组的研发国际化；国

有 企 业 、非 国 有 企 业 两 个 样 本 组 在

Heckman第一阶段 Probit模型下对应的数

字化转型的样本均值处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s of means，MEM）分别为 0.23与 0.11，
这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样本组，国有企

业样本组下的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国际化的促进效应更强。表 11的（2）列、（4）列汇报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

业两个样本组的 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研发国际化显著促进了两个样本组的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似

无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Suest）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后发现，研发国际化的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的 P
值为 0.02，根据两个样本组中研发国际化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样本组，国有企业样本组

下的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更强。尽管国有企业在研发国际化方面具有一定的劣势，例如，

如果意在国际化的国有企业与母国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则东道国政府可能会为国有企业设置众多的市场

堡垒，但国有企业在研发国际化中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一是国有企业基于母国政府的资源和信息支持，

可以有效克服在研发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壁垒和障碍；二是国有企业拥有较为雄厚的科研、人才与技术积

累，能够在与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及同行业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产生科技研发的规模效应，发挥产业

链与创新链有效融合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实现国内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与国外的创新网络有效互动，进而有

效推动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进程。

（二）行业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依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及 2017年和 2018年国家统计局先后制定的《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分类（2017）》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基于行业性质将全样本分为高技术产业样本组

（High‑tech）与非高技术产业样本组（Non‑high‑tech）。高技术产业涉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表 12的（1）列、（3）列汇报了高技术产业、非高技术产业两个

样本组的 Heckman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两个样本组的企业研发国际化，并且两个样本

组数字化转型的 MEM分别为 0.28和 0.16，这表明相对于非高技术产业样本组，高技术产业样本组下的数字

表 11 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Dig
RD_inter

η
Ecv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SOE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873***（6.62）

Yes
Yes
Yes
5328

（2）

结果模型

Inno
1.363***（2.65）
1.698***（8.63）
-0.604***（-4.92）

Yes
Yes
5328
0.454

（3）
Non‑SOE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459***（6.57）

Yes
Yes
Yes
13888

（4）

结果模型

Inno
1.278***（18.92）
1.216***（8.93）
-0.419***（-5.05）

Yes
Yes
13888
0.28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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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对研发国际化的促进效应更强；表

12的（2）列、（4）列中，通过 Suest方法进行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发现研发国际化的组

间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的 P值为 0.00，而
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两个样本

组的数字化转型估计系数都显著，因此，高

技术产业样本组下的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

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更强。基于行业性质的

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非高技术行业类

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更能够有效赋能高

技术行业类企业，使其有效感知和应对多

变的国际科技竞争环境，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发挥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三）城市环境的异质性检验
自从 2008年科技部将深圳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以来，截至 2022年底，已有 103个城市

纳入到试点中；2023年 2月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分别发布《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22》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2》中显示，103个创新型城市已占全国 51%的人口，汇聚全

国 85%的 R&D经费投入和 72%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培育全国 85%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出全国 81%的高新

技术企业营收。借鉴白俊红等（2022）的研究，可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归为高创新资源城市，将其他城市归

为低创新资源城市。基于以上归类及样本企业所在城市，本文将全样本分为高创新资源城市样本组

（High‑res）与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组（Low‑res），表 13汇报了相应的异质性分析结果。Heckman第一阶段回归

结果表明［见（1）列、（3）列］，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两个样本组下的企业研发国际化进程，高创新资源城市

样本组与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组对应的 MEM分别为 0.22和 0.19，这表明两个样本组中，数字化转型对研发

国际化的影响并无明显差异。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见（2）列、（4）列］，两个样本组下的研发国际

化对企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通过 Suest方法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发

现研发国际化的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

的 P值为 0.02，因此，相对于高创新资源城

市样本组，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组下的研

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更加

明显。通常情况下，创新资源丰富的城市

内部，区域、产业及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发

展更加完善，由此产生的创新惯性更强，产

业链间的专有性资产规模也较大，这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内企业通过研发国际

化策略进而追求异质性创新资源及多样性技术的动力。

七、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调节效应

为更加深入揭示数字化转型作用下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申慧慧等（2012）、

余明桂等（2017）及杨金玉等（2022）的研究，进一步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分析师关注及供应链集中度在研发国

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调节效应，并在式（1）的基础上建立相关模型进行检验，如式（13）所示。

Innoi，t = α 0 + α 1Digi，t - 1 + α 2RD_interi，t - 1 + α 3 Adji，t - 1 + α 4RD_interi，t - 1 × Adji，t - 1 + α 5Controli，t - 1 + εi，t
（13）

其中：Adj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方面，环境不确定性（EU）可通过“经过经营范围调整的样本企业过去 5年销

售收入变异系数”进行确定；分析师关注（Ana）表示企业在资本市场受到的关注程度，可通过“完整年度中对

样本企业做出盈利预测的分析师数量加 1并取自然对数”表征；供应链集中度（CC）通过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

表 12 基于行业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Dig
RD_inter

η
Ecv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High‑tech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516***（5.84）

Yes
Yes
Yes
13451

（2）

结果模型

Inno
1.144***（4.89）
1.529***（8.82）
-0.587***（-4.55）

Yes
Yes
13451
0.426

（3）
Non‑high‑tech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434***（4.19）

Yes
Yes
Yes
5765

（4）

结果模型

Inno
1.416**（2.48）
1.217***（7.42）
-0.336***（-4.81）

Yes
Yes
5765
0.25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量。

表 13 基于城市环境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Dig
RD_inter

η
Ecv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High‑res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547***（7.69）

Yes
Yes
Yes
13076

（2）

结果模型

Inno
1.451***（19.63）
1.068***（7.58）
-0.291***（-3.43）

Yes
Yes
13076
0.292

（3）
Low‑res

决策选择模型

RD_inter
0.756***（6.04）

Yes
Yes
Yes
6140

（4）

结果模型

Inno
1.068**（8.33）
1.962***（9.35）
-0.767***（-6.16）

Yes
Yes
6140
0.35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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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的均值表示，其中，客户集中度表现为“样本企业对其客户企业销售额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后者

表现为“样本企业从其前 5大供应商的采购额占所有采购额的比重”。调节变量计算所需数据来自于国泰安

数据库（CSMAR）、CNRDS及万得数据库（Wind）。

（一）环境不确定性
表 14的（1）列的结果显示，环境不确定性负向

调节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这表明

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

绩效的促进效应有所减弱。环境不确定性意味着企

业无法获得从外部足够资源进行战略决策，并且很

难计算出各种战略决策的风险及成本，这会加剧企

业间资源竞争的激烈程度。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环

境不确定性的增强，会形成“因果关系含糊”，即企业

很难知晓其活动与企业租金的准确关系，即便获得

某种创新资源或竞争优势，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张

琳等，2021），这就使得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具有一

定的路径依赖性，在模仿创新方面所获得的收益也不足以补偿成本。因此不确定性较强的环境有可能会使

企业坚持固有的知识及技术，而忽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培育及获取。动态能力理论及组织学习理论则认为，

环境不确定性不仅会给企业带来风险，也可能会为企业带来创新契机（高洋等，2017）。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

增强，企业原有的知识与产品价值会快速下降，市场产品生命周期也会缩短，这会促使企业增强动态能力，适

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及技术方向，重构创新资源，获得知识更新。表 14的（1）列的结果印证了资源基础理

论的观点，首先，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提升了企业通过研发国际化获得异质性创新资源的难度，这使企业花

费巨大成本所建立的国际创新网络运行效率低下。其次，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会造成企业经营业绩不稳定，

这使得企业无法正确预期未来的战略方向，不愿承担数字化转型等创新行为所带来的巨大成本。最后，基于

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与信息披露压力，即便面临较强的环境不确定性，企业也可能会坚持进行产品创新或过程

创新；而相对于机会成本较高的实质性创新，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展开策略性创新，这样既可以使产品紧跟市

场需求，又可以在年报文本中展示企业的创新业绩，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基于研发国际化所建立起来的国际

创新网络则无法有效发挥其在实质性创新上的作用。因此，环境稳定性对于充分发挥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

新绩效的作用十分重要。

（二）分析师关注
表 14的（2）列的结果显示，分析师关注正向调节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这表明随着分析

师关注的增强，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有所增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

信息揭示假说与业绩压力假说中关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理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信息

揭示假说认为，企业创新内在不确定性导致的创新活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投资者需要更多有关创新的有

效信息作为是否进行创新投资的依据；“分析师关注”作为市场信息的主要生产者，能够对企业起到监督作

用，使投资者能够了解企业创新战略的价值与作用，缓解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有助于管理

层选择适宜的创新型项目，提升创新效率（张琳等，2021）。业绩压力假说认为，当分析师过度关注企业短期

效益时，“分析师关注”有可能会引发企业的委托代理矛盾，导致管理层短视行为并迎合分析师的业绩预测，

过分重视短期业绩变化（陈文强等，2021）；而企业创新具有财务收益不确定性强、活动周期长等特点，因此，

“分析师关注”就有可能使企业为了短期业绩而牺牲创新活动所带来的长期收益。表 14的（2）列的结果印证

了信息揭示假说的观点，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削弱了业绩压力假说的适用性，首先，不同于美

国等西方国家大多数上市公司股权分散的特点，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这一方面有助于减少管

理者基于粉饰短期业绩需要而形成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也会避免部分投资者基于企业短期业绩下滑

的预判而减持股票造成的企业股价下降。其次，我国上市公司的众多高层管理者一部分是由国家委派（国有

企业）、另一部分则由家族委任（民营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职业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对其造成的干扰，

弱化了委托代理矛盾。最后，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结构较为集中，一般散户很难发挥对企业的监督作

表 14 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Dig
RD_inter
Adj

RD_inter×Adj
Control

Industry/Province/Year
N

Adj_R2

（1）
Adj=EU
Inno

1.572***（21.61）
0.718***（19.48）
-0.682***（-5.04）
-0.065***（-3.03）

Yes
Yes
12527
0.338

（2）
Adj=Ana
Inno

1.202***（21.64）
0.213***（7.12）
0.288***（26.75）
0.167***（11.16）

Yes
Yes
19216
0.366

（3）
Adj=CC
Inno

1.288**（22.41）
0.785***（18.89）
-0.011***（-15.87）
-0.006***（-5.82）

Yes
Yes
19216
0.32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 t统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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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分析师的关注提升了有关企业信息的透明度，强化了投资者的监督效能。而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国

际化等创新领域一直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分析师对该领域的高度重视则能将相关项目的价值信息有效

专递给众多投资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挥企业创新战略的积极效应。

（三）供应链集中度
表 14的（3）列的结果显示，供应链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这表明随着供

应链集中度的提升，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有所减弱。产生这一负向调节效应的原因可能

包括以下方面：首先，随着数字技术迭代创新、网络基础设施持续升级及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持续发展，

产业中的数据价值持续释放提升了企业与其供应链各环节进行数据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企业与更多供应商

企业及客户企业进行创新交流的机会，供应链上的数据资源日益丰富（王静，2022）。其次，较高的供应链集

中度会降低企业与供应商及客户的讨价还价能力，提升企业的交易成本，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进而迫使

企业减少创新投入。再次，数字化技术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把握多个客户的需求变化，即在数字化转型的作

用下，客户的多元化可以使企业更加全面地相应客户需求，拓展了企业的创新空间。第四，国内大多数样本

企业都会与其供应商和客户形成国内创新生态系统，较低的供应链集中度可以增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生

态位，企业从中获取的创新资源也更多；而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通过数字化技术将企业与国内创新生态系统

中的创新主体紧密联系起来，在研发国际化策略的策动下，也有助于将企业与国外创新主体形成创新生态系

统，进而促进国内创新生态系统与国外创新生态系统的耦合与协作，推动了国内外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交

换。因此，较低的供应链集中度有助于发挥研发国际化在推动企业创新绩效中的作用。

八、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06—2021年的制造业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的年报文本信息进行挖掘，构建

数字化转型指标，研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并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分

析师关注及供应链集中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进而

促进其创新绩效。②增强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子公司或机构的地理分散程度有利于更深层次地释放研发国

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③异质性检验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与非高技术产业，研发国际化对国

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促进效应更强；相对于高创新资源城市，研发国际化对低创新城市

样本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更强。④随着环境不确定性及供应链集中度的不断加强，研发国际化对企业

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师关注程度的不断加强，则有利于加强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

进效应。

（二）实践启示
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首先，加强企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引导企业强化数字化思维，提升员工数字技能，系统推动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等全价值链数

字化转型，加快全价值链业务协同；支持企业建立一体化数字化平台，整合企业内部信息系统，推动全流程数

据贯通，加强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能力，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提高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能力。鼓励企业

以数字技术与各行业融合为导向，推动自身与数字技术服务企业跨界创新，补齐关键技术短板，强化优势技

术供给，加快数字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最后，积极构建良好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环境。借助我国政府及

相关部门努力营造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全球开放环境，例如，“2022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撒马尔

罕宣言》提出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倡议，为扩大区域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指南”，我国企业在与海外

企业建立国际协同创新关系的过程中应发挥制造量产、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等优势，主动出击，融入、团结、

引领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

（2）在通过研发国际化融入全球市场并获取东道国异质化创新资源的同时，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研发国际

化与企业创新间的积极作用。首先，通过研发国际化帮助企业展开跨国合作、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开展多元

化创新及降低研发成本，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推动企业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研究机构开展跨国创新合

作，促进企业家与不同文化及行业的专家进行交流，共同探讨创新问题的解决方案；整合全球的人才、技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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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信息及时把握产品创新方向；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和文化特点，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开拓新市

场和新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分担研发成本，进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专注力。其次，发挥数字化转型在建设

国际创新网络中的作用，使企业在研发国际化的进程中与全球创新链精准对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通过云

计算、大数据分析及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了解全球市场需求和趋势，制订研发国际化战略，并加速研

发过程，降低研发成本，在提高企业研发国际化水平的基础上，提升研发质量与创新能力；通过数字化技术，

推动企业打破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开展更加开放的协同创新方式，形成跨地域的创新合作，推动企业持

续性创新。

（3）进一步拓展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宽度，构建具有抗冲击能力、较强韧性的国际创新网络。近年来，在全

球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战余波及西方诸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作用下，

全球创新链调整重塑加快，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增强，我国企业在争夺全球创新链主导权的过程中，必须认识

到所嵌入国际创新网络安全可靠的重要性，避免对其过度依赖，应积极从以往创新链条高度集中、地区跨度

较大、单一的全球布局向分散集中化、局部区域化、多元的区域性布局转变，避免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的创新

竞争，推动关键中间产品多元化供给，着力提高创新链韧性，增强国际创新网络的抗冲击能力。

（三）局限与未来研究
首先，基于资源禀赋、政策措施及产业基础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

因素很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数字化转型在不同国家环境下影响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的机制有待进一步

检验，以此作为我国提供实践上的启示和借鉴。其次，后续也可研究研发国际化与企业所嵌入国内创新生态

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分析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该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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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changes the innovation division of the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but also affects the value
layout of enterprises’R&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the main source of innovation for enterprises. Taking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06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Heckman two‑stage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elps to releas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c layout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heterogeneity analysis，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hows a stronger improvement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high‑tech industry sample enterprises，and low innovation resource city sample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ratio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while analyst attention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creating a prosperous and orderly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with impact resistance and strong toughness，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
Key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R&D internationalization；innovation performance；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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